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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版于 １９０２ 年的 《现今世界大势论》 构建了 ２０ 世纪初梁

启超理解国际关系的系统框架， 其论述充分涵盖了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 开

启了 ２０ 世纪中国人思考国际秩序的序章。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强

调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剖析， 深化了晚清以来政学精英的对外认知。 不

过， 他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 中国若要求得生存， 就必须顺应这种趋势， 模仿 １９ 世纪中期以

降的列强进行自我改造， 这种立场是彼时梁启超认识国际关系的局限性所

在。 尽管存在这种局限性， 但梁启超在一种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

意识下展开的有关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 仍然为时人提供了重新

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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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往往与时代变革相伴而行， 面对新的时代形势与问题， 人们需

要重新思考、 叙述历史， 从中归纳出有助于人们认识新形势、 新问题的经

验、 视角与理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重新审视与今天仍然密切相关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要命题， 对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格局与世界形势有着

重要作用。 在此意义上， 今日颇有必要重读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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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ＹＱＮＱＤ０１９）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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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关于彼时世界大势的论述。① 清末梁启超在 《时务报》 《清议报》 《新民

丛报》 上发表的大量文章让他成为 ２０ 世纪初期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

人”，② 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青年时代的阅读和思考历

程。 其中 １９０２ 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 《现今世界大势论》 可以说集中体

现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认识， 以及他分析相关问题时

的理论基础， 因此极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

一、 认识国际关系的系统框架

《现今世界大势论》 在 １９０２ 年 ５ 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之前， 先

以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为题在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至 ４ 月连载于 《新民丛报》， 故

二者内容完全相同。③ 不同的是， 前者作为单行本出版时， 不仅划分出不同

小节并添加了节标题， 使其结构更加清晰， 还把 １９０１ 年 ７ 月至 ８ 月发表在

《清议报》 上的 《灭国新法论》 收作附录。
对 《灭国新法论》 的基本内容、 思考逻辑和理论渊源等， 已有学者从

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脉络出发做了深入分析。④ 在 《灭国新法论》 中， 梁启

超指出， 今日世界乃 “有形无形之事物， 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 而别立一新

天地” 的世界， 在此 “新世界” 中， 灭人之国亦有 “新法”。 所谓 “新

法”， 正如梁启超在埃及、 印度、 波兰等 “亡国” 案例中揭示的， 强国往往

不必像过去那样动用武力攻城略地， 而是通过金融放债、 代为练兵、 派遣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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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先行研究涉及中文 “帝国主义” 概念发生史、 清末梁启超对思想界的影响、 东学

对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影响等， 参见郑匡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上海书店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１８９０—１９０７）：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

识》， 崔志海、 葛夫平译， 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日］ 狭间直树编： 《梁启超·明治日

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 陈力卫： 《 “帝国主义” 考源》， 郑文惠主编： 《东亚观念史集刊》 第 ３ 期， 台湾政

大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３６３ ～ ３８２ 页； 葛静波： 《 “帝国主义” 在清末中国： 译介、 认识

与话语》，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７２ ～ １７９ 页； 等等。 这

些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相关思考提供了良好基础。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１８９０—１９０７）：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崔志海、 葛

夫平译， 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９１ 页。
《现今世界大势论》 未被收入 《饮冰室合集》， 大概也是因为它与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内容相同。 《饮冰室合集》 既已收入后者， 无须再收入前者。 广智书局将 《现今世界大

势论》 作为单行本出版， 并把 《灭国新法论》 收作附录， 应该是为了便于推广， 从而进

一步提升其影响力。
参见王锐： 《 “灭国新法”： 清末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 《人文杂志》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６ ～ ９９ 页。



问、 修筑铁路、 煽动党争、 助平内乱、 助力革命等方式就可以达到侵略、 控

制别国的目的。 在对中国近事与各 “亡国” 史做比较分析时， 梁启超以埃

及亡于向列强举债、 波兰亡于 “争党派联外国” 之殷鉴， 强调中国正处于

岌岌可危之境地。① 凡此种种， 让清末中国读书人在 “开眼看世界” 方面得

以更进一步。
在 《灭国新法论》 揭示列强 “灭国新法” 的基础上， 《现今世界大势

论》 搭建了一个系统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框架， 堪称 ２０ 世纪初立足中国视

角的一本 “国际关系学概论”。 从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看， 梁启超在这本小

册子中有关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和民族帝国主义由来， 列强推行帝国主义之情

形， 列强经营中国之殖民政略、 铁路政略、 传教政略和工商政略的论述已经

充分涵盖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国际规范、 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

局。② 同时， 他着眼中国， 重点阐述了列强侵逼下中国危如累卵的形势与摆

脱危局的路径， 具有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
关于国际规范， 梁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前两节论述民族主义和

民族帝国主义时认为， 民族主义是制造近世国家的原动力。 在其驱使下，
“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 发挥而光大之。 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
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 而与他族相竞争”。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 各民族

“范围既日推日广， 界线亦日接日近， 渐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 基于

此， 梁启超认为 “夫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 此事理之必然者也”，
于是 “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

地”，③ 而支撑民族帝国主义的哲学逻辑是强调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④ 照此逻辑， 人权不是天赋的， 权利亦非生而平等， “苟能自

强自优， 则虽翦灭劣者， 而不能谓为无道。 何也？ 天演之公例则然也”。
依据民族帝国主义， “优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夺其利， 犹人之斥逐禽兽， 实

天演强权之最适当而无惭德者” 是 “文明之常规”， 此乃 “近世帝国主义

·３６·

葛小辉：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与 ２０ 世纪初梁启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

①

②
③

④

参见梁启超： 《灭国新法论》， 吴松等点校： 《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 ２ 集， 云南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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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现今世界大势论》， 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２５１ 页。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以美国为例， 指出随着美国在 １９ 世纪晚期成为帝国主义强权，
帝国主义者祭出达尔文主义， 既为征服弱小民族辩护， 也为满足帝国的欲望服务。 尽管

军国主义或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无须等待社会达尔文主义问世来为

自己辩护， 但达尔文主义在 １９ 世纪末的确成了种族理论家和斗争理论家手中的新工具。
参见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社会达尔文主义： 美国思想潜流》， 汪堂峰译， 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１２ ～ ２１４ 页。



成立之原因”。①

关于国际行为体， 梁启超认为彼时全球 ８０ 余国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是

代表帝国主义的第一等国———英、 德、 俄、 美； 二是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

尚未能达其目的者； 三是被帝国主义侵略而势将不能自存者。② 梁启超重点

论述了英、 德、 俄、 美的帝国主义实践。③ 于英国， 他指出， 因为英国对属

地的依赖远大于属地对它的依赖， 所以 “英人之政策， 务使其母国与属地

永不相离， 不惟保守其版图而已， 又使其海陆通航之路， 交通利便， 以是

为第一要义”。 而英国以工商立国， 在当时德国、 美国工商业迅速发展带

来的竞争压力下， 英国从世界工业中心逐渐变为世界资本中心， 通过在美

洲、 非洲、 亚洲大量投资而获取利益。 因此， 未来英国的对外政策重在追

求 “扩充其工业资本两者之势力范围”。 于德国， 梁启超认为在列强中它

“最能发挥现世帝国主义之特性， 代表近来世界历史之趋向”。 德国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实现统一后， 经过俾斯麦长期的苦心经营， 国力大增。 对外

商业竞争迫使政府不得不为贸易保驾护航， 德国于是开始上下一心实行帝

国主义。 德国原以陆军称雄于欧陆， 如今为了决雌雄于欧洲以外， 遂以扩

张海军为急务。④

于俄国， 梁启超称其帝国主义 “由来最久”， 彼得大帝的主义方针便是

“俄国二百年来之主义方针”， 即在欧洲追求获得出海口， 在远东追求取得

不冻港， 以促进其内地的繁荣发达。 但因为俄国的帝国主义 “必非如外国之

欲求市场于他地也， 彼虽求得市场， 而亦无制造品以充牣之利用之”， 所以

俄人经略世界 “不用飞越远攫之法， 而用就近蚕食之法”。 于美国， 梁启超

预测它将来必成为 “平准界中独一无二之大帝国”， 而麦金莱总统推行帝国

主义政策乃出于 “美国民族之大势， 有使之不得不然者”。 随着工商业的进

步， 美国不得不尽全力开拓新市场， 又兼纽约、 芝加哥等大都市成为世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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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现今世界大势论》， 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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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德皇威廉二世的 “积极进取” 颇为赞赏， 但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指

出， 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又优柔寡断， 其 “个性与德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 是 “根本

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 其强势的威胁性的外交竟然使曾经是死对头的英法、 英俄

有一天达成和解、 站在同一战线，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欧洲均势体系下反德同盟和武器竞

赛的形成， 给德国乃至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参见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顾淑馨、 林添贵译， 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１５０ ～ １５１ 页。



融中心， “平准大权， 竟由欧而移于美”。 因此， 在梁启超看来， 美国与西

班牙争夺菲律宾并非为了扩充其幅员， 而是要获得 “商业政略所不可缺之

地”， “故其政策能得国民多数之赞成， 为有识者所许可”。
对国际格局， 梁启超一方面勾勒由各国力量分布形成的全局性结构，

另一方面则关注牵动主要行为体、 影响力量分化组合的焦点问题。 于前者，
梁启超在把全球各国分为三类时， 便已揭示了其背后的力量格局； 于后者，
梁启超认为， 晚近三十年来， 欧洲列强对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垂涎三尺，
在不具备成为世界竞争中心点之价值的南美洲和非洲， 列强尚全力相争，
遑论作为 “天府之奥区” 的亚洲。 列强在亚洲的竞争， 第一期焦点在印

度， 第二期则集于中国。① 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的第八节至第十一节， 梁

启超详述列强经营中国的各种 “狐行” 般的政略， 因其手段诡秘， 故给中

国造成的危害更大。 在结论部分， 他提出了中国摆脱困境的途径， 强调应推

行民族主义， 步武列强， 成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 先求自存， 继而扩张。 在

详述列强经营中国的政略时，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 “狐行” 与 “虎行” 的区

分， 以及对资本主义 “制我之死命” 性质的强调， 足以引起时人的危机意

识， 这部分实为 《现今世界大势论》 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在， 后文会另做

探讨。
可以说， 梁启超的上述分析揭示了 １９ 世纪以降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及

其内在逻辑。 霍布斯鲍姆认为， １８７５—１９１４ 年之所以被称为 “帝国的年

代”， 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当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占取殖民地、 建

立殖民帝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 ‘帝国主义’ 一词， 是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 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 同时

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其经济涵义， 而且一直保持至今。”② 同时， １９ 世纪中

期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形态， 逐渐向由国家介入

乃至主导进行扩张的形态转变， 政治和经济因素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政

府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马克斯·韦

伯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也是 “由政治与经济要素的一种

独特混合所构成的”。③

不过， 梁启超似乎更强调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 而霍布斯鲍姆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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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占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 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无法

分开， 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 而 “一旦

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 （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
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 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 不论这些殖

民地的价值如何”。 在这种时代风潮下， “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

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 到了 １９００ 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① 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列强瓜分世界固然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性， 但霍布斯鲍姆并不

否认， 与帝国主义扩张有关的政治、 情感、 意识形态、 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

求也是彼时历史面貌的一部分。 韦伯更是进一步提出， “帝国主义的扩张欲

之所以不断高涨， 就在于政治权力结构的相互竞争， 这种竞争最初只是以军

事和政治形式出现， 然后才波及经济领域”， 也是在此意义上， “韦伯明确

否定了经济因素是首要动因”， 认为 “抱有以国家为取向的权力声望感” 是

帝国主义扩张欲的观念内核。②

从今天的后见之明看，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强调， 颇暗合于当

时英国进步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在其名著 《帝国主义》 中的论述， 以及十多

年后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进路。 与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在 １９００ 年左右是因

“顺应潮流” 才占取殖民地不同， 霍布森则认为， 当时美国制造业资本已呈

现饱和状态， 对美国的工业和金融业巨头来说， “它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
要么花钱花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花， 要么去夺取国外市场。 摆在它们面前有

两条出路， 告别过去的政治孤立， 面向未来采取帝国主义政策”。 他强调，
“罗斯福总统及其 ‘天定命运论’、 负有 ‘文明使命’ 的政党的冒险热情不

应当使我们迷惑”， 因为 “需要帝国主义的是洛克菲勒、 皮尔庞特·摩根、
汉纳、 施瓦布先生及其伙伴们， 是他们把帝国主义加在这个西方的伟大共

和国的头上。 他们需要帝国主义， 因为他们想利用本国的国家手段为资本

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 否则， 这些资本就成为多余的了”。③ 列宁则认为，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 只有占领殖

民地， “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

事件”。 因此， 资本主义愈发达， “原料愈感缺乏”， “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

·６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①

②

③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 １８７５—１９１４》， 贾士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７４ ～ ７５ 页。
参见 ［德］ 沃尔夫冈·Ｊ 蒙森：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 １８９０—１９２０》， 阎克文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９７ ～ ９８ 页。
参见 ［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帝国主义》， 卢刚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７６ ～ ７７ 页。



就愈激烈”。 ①

在此意义上， 应该说梁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的分析为时人揭

示了一种在世界大势下考虑中国命运的国际视野， 开启了 ２０ 世纪中国人思

考国际秩序的序章。 从整体来看， 此文本搭建起了一个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

完整框架， 并把落脚点放在中国面临的危局和脱困之道上。 同一时期梁启超

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国处境的文章基本均可统摄在此文本的核心问题意识下。
比如，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至 ８ 月发表的 《瓜分危言》 详论甲午战后尤其是戊戌变

法失败后中国面临的有形瓜分之危险， 以及在铁路权、 财权、 练兵权、 用人

权等方面遭受的由来已久的无形瓜分之危害；②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发表的 《论近

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痛陈列强常以铁路、 矿务、 关税、 租界、 传

教等 “暗力” 进行侵略， 致使中国前途堪忧；③ 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发表的 《世界

大势及中国前途》 阐述国际竞争的原则等，④ 这些都与 《现今世界大势论》
桴鼓相应。 在此意义上， 《现今世界大势论》 堪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梁启

超讨论世界形势和中国处境的集大成之作， 是他那个时期相关论著中一种承

前启后的存在。

二、 “狐行” 的帝国主义

前文提到， 梁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最终

是为了思考中国的处境和出路， 此则其核心所在。
自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海外扩张一波接着

一波。 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描绘的那样， 在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浪潮下，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

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

里长城、 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

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

所谓的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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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其结果即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

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实践遇到了根本性危机。
在此背景下， 时人不断思考振衰起敝之道， 而关键就在于厘清近代西

方乃至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进行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与逻辑。 从 １９ 世纪后

期开始， 面对全球经济的困难情势， 东西方列强为寻找市场、 瓜分利源，
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殖民扩张。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 它们首先要求

“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 ‘门户开放’”。 等而下之， 则 “希望能分割到一点

属于自己的领土”， 由此可使本国企业居于垄断地位， 至少占有相当大的

优势。 这一新的形态 “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的一部分， 在同时

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 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②

在此背景下， 梁启超等政学精英在思考中国问题时， 就必须将政治改革与

经济、 社会变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同时还须认清资本主义垄断与扩张的

形态。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 阅读了大量日人译著的西学书籍， 知识

体系和思想为之一新。 戊戌年间他对现代经济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教

士译介的小册子的影响， 倾向于认可主张自由贸易论的古典学派， 并从 《史
记·货殖列传》 等古籍中寻找可以佐证其学说的史事。③ 到日本后， 通过阅

读有关帝国主义的著作， 观察当时列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梁启超开始摒弃

过去那种简单的古典经济学教条， 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 国家主义盛行之际

中国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以及如何在全球视角下把握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

状况。 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 梁启超强调： “今日之竞争， 不在腕力而

在脑力， 不在沙场而在市场。 彼列国之所以相对者姑勿论， 至其所施于中国

者， 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 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 以传教政略为侦探队， 而

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④

可以看到， 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工商政略在列强蚕食中国的过程中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早在咸同时期， 郭嵩焘等人就隐约观察到， 英法等

进入中国， 并非为了抢占土地， 而是为了与中国 “通商” “修约”， 因此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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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循理” 处之。① 但随着与列强的频繁交涉， 一批士人对后者的意图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如郑观应就认识到， 所谓西方进入中国不以侵占土地为目

的， 并非列强也注重传统儒学意义上的 “理”， 而是别有所图——— “彼之谋

我， 噬膏血匪噬皮毛， 攻资财不攻兵阵， 方且以聘盟为阴谋， 借和约为兵

刃”， 抵御之法则在于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② 到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梁启超更明确地认识到工商政略在列强对外活动中的意义， 这自然跟前文提

到的 １９ 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的国家和国际经济形态直接相关。 梁启超认为，
列强在弱小国家推行的工商政略是一种无形的瓜分， 危害更甚于有形的瓜

分， 因为它难以引起人们的警惕： “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如虎， 皮肉筋骨， 吞

噬无余， 人咸畏之； 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 媚之蛊之， 吸其精血， 以瘵以

死， 人犹昵之。 今各国之政策， 皆狐行也， 非虎行也。”③ 他在 《灭国新法

论》 中也有相似的论述： “昔之灭人国也骤， 今之灭人国也渐； 昔之灭人国

也显， 今之灭人国也微。 昔之灭人国也， 使人知之而备之； 今之灭人国也，
使人亲之而引之。”④

在同一问题意识下， 除了强调帝国主义的 “狐行” 特征， 梁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还揭示了他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⑤ 他认为：
“二十世纪之世界， 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 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 绝于

平准界者则为不国。” 对全球 “平准界变迁之大势”， 他指出： “资本家与劳

力者之间， 划然分为两阶级， 富者日以富， 而贫者日以贫。” 其原因在于资

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发展： “自机器制造之业兴， 有限公司之制立， 而畴昔之

习一手艺， 设一厘肆， 得以致中人之产者， 殆绝迹于西方矣。 自托辣斯特之

风行， 而小制造厂小公司亦无以自立矣。” 不仅如此， 这种资本兼并还具有

国际性： “自今以往， 五大洲物产人力之菁英， 将为最小数之大资本家所吸

集。 至此外之多数者， 亦非必迫之使为饿殍也。 要之苟非摇尾蒲伏于大资本

家之膝下， 而决不能以自存。 此实未来之暗黑世界， 前途之恐怖时代， 稍有

识者所能见也。”
结合前揭梁启超对国际规范、 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局的分析， 他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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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不免让人想起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 “帝国扩张的动机并非出

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而是出于特定阶级的利益， 这些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

将扩张政策强加给国家”， 而 “帝国主义的性质阻碍了世界新增财富在各国

的合理消化过程”。 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 “它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贸易才去

开发市场， 并用外国廉价产品的经济优势取代本国的工业生产， 并维持自身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统治地位”。① 也就是说， 列强之所以热衷于对外

扩张， 在 “政治理由” 背后有着至关重要的 “经济理由” ———资本家已成

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支配力量， 后者通过殖民扩张占领海外市场、 进行商

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 只不过梁启超并未像霍布森那样明确意识到资本势力

在列强对外政策中的主导作用， 而是认为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动是出自全民的

共同意志。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了解越深入， 就越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 在他看

来， 晚清中国经济社会的萧条固然有官吏剥削和巨额赔款的缘故， 但更切要

的原因在于 “全球平准界之横风怒潮， 波及于我国也”，② 亦即伴随列强工

商政略而来的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 他预计 “二十世纪之人类， 苟不能为资

本家， 即不得不为劳力者， 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③ 当帝国主义国家

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步步深入地控制中国， 让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

一分子时， 对在政治、 经济、 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的中国而言， 全国省

县将很快落入欧美资本家手中。 大多数中国人将成为外国资本的廉价劳动

力， 中国的主权也将为外国资本操控。 这种无形的危险正是彼时中国人需要

倍加警惕的。
如前所述， 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 作为现代政治一大特征的民族主义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因此， 对中国而言， 更为严峻

的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背后往往有国家力量作为支撑： “夫平准竞争之起，
由民族之膨胀也； 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 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 故

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 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 有鉴于此， 梁启超认

为： “今日欲救中国， 无他术焉， 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以地球

上最大之民族， 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 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 谁能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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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① 可以看出， 梁启超对中国脱困之道的思考， 实际上是立足于社会达

尔文主义的逻辑的。 他相信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 中国若想生存， 就须适应这种趋势， 模仿 １９ 世纪中期以降的列强，
建设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帝国主义国家。 出于同一逻辑， 在与 《现今世界

大势论》 同年发表的 《张博望、 班定远合传》 中， 梁启超把汉代出使西域

的张骞和班超描述为与近代西方殖民者相似的人物。 这种描述显然背离了

历史事实。 之所以如此描述， 是因为他秉持这样的观点： “夫以文明国而

统治野蛮国之土地， 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 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

民， 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 中国以文明鼻祖闻于天下， 而数千年来怀抱

此思想者， 仅有一二人， 是中国之辱也。 虽然， 犹有一二人焉， 斯亦中国

之光也。”② 与之类似的是， 在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发表的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中， 梁启超把明代以后移民至东南亚的华人视为中国的 “殖民者”， 把 “海
以南百数十国” 视为 “天然我族之殖民地”， 希冀中国有朝一日能够 “扩张

其帝国主义”， 主张借鉴 “列强殖民， 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 的

做法。③

梁启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此 “迷恋” 有诸多原因， 其中一个主要原

因应该与他在日本接触的国家主义思潮有关。 国家主义是当时日本的主流思

潮， 梁启超在日本吸收的核心思想正是国家主义。④ 日本在 “三国干涉还

辽” 后， 以俄国为假想敌整军经武， 以求 “一雪前耻”。 梁启超受到弥漫日

本全国的尚武风气的影响， 期盼中国也能学习这种精神， 以达到保国保种的

目的。 他在 １８９９ 年的 《答客难》 中为自己搁置世界主义而提倡国家主义进

行辩解： “世界主义， 属于理想； 国家主义， 属于事实。 世界主义， 属于将

来； 国家主义， 属于现在。 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 非我辈谈将来、 理想之时

矣。”⑤ 换言之， 世界大势如此， 中国亦不能不顺应之以求生存， 甚至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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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获得保障后还要进一步寻求扩张。
梁启超的民族帝国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体

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晚清的政治改革风潮中， 与梁启超一样曾为立宪派人

士①的杨度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５ 月发表著名的 《金铁主义说》， 其问题意识和解

决方案与 《现今世界大势论》 多相类似。 杨度指出， 在甲午战争以及庚子

事变后， 列强对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不过是为了均分财产，
列强确定的 “势力范围” 不过是财产范围， 所谓 “势力” 亦不过是其经济

势力。 列强仅以其经济势力便能对外扩张， “此不独其国中工商发达之结果，
其势不能不膨胀于外”，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法抵御列强侵略， 还缘于对方

有强大的海陆军作为经济势力的后援， “其经济势力之所至， 实即其军队势

力之所至”。②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如果中国人不想被外国资本家彻底支

配， 就要奉行 “金铁主义”： “金者黄金， 铁者黑铁； 金者金钱， 铁者铁炮；
金者经济， 铁者军事。 欲以中国为金国， 为铁国， 变言之即为经济国、 军事

国， 合为经济战争国。”③

在 １９０３ 年发表的 《新湖南》 中， 作者杨笃生虽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为梁

启超主办的时务学堂的教习， 此时却秉持革命立场阐释自己为何要提倡 “湖
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 他在阐述中国及湖南面临的危局时， 显然借鉴了梁

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对民族主义、 民族帝国主义以及列强侵略中

国采取的各种政略的分析， 认为 “今日地球诸国， 所谓陵厉无前者， 帝国主

义也， 而此帝国主义， 实以民族主义为之根柢”， 想要阻遏帝国主义潮流，
只有发扬民族主义一途。④

梁启超前论对青年群体的影响， 还可从 １９０３ 年初湖北留学生在东京创

办的具有显著革命倾向的 《湖北学生界》 中略窥一二。 该刊第 ２ 期的 《学
生之竞争》 援引梁启超提出的 “灭国新法” 概念， 分析列强对中国利权的

侵夺： “开矿山、 筑铁路实为灭国之新法”， 以至于仅依靠大资本家的力量

就能亡人之国， “今自帝国主义之跃出， 商战之烈， 远倍于弹烟炮雨”。⑤ 第

·２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侯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清末立宪运动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９８ ～ １０７ 页。
杨度： 《金铁主义说》， 刘晴波主编： 《杨度集》 第 １ 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２１６ 页。
杨度： 《金铁主义说》， 刘晴波主编： 《杨度集》 第 １ 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２２４ 页。
参见杨笃生： 《新湖南》， 张枬、 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 １ 卷， 三

联书店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６３２ 页。
李书城： 《学生之竞争》， 张枬、 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 １ 卷， 三

联书店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４５５ 页。



３ 期的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 更进一步， 大量运用乃至直接引

用梁启超分析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 古今灭国异同、 有形和无形瓜分时

采用的概念和观点， 来剖析中国面临的危局。 对中国的出路， 作者秉承与梁

启超相同的立场， 即在弱肉强食的大势下， 中国若不实行民族主义， 将 “被
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①

由此可见， 当时无论是改良主义者， 还是秉持革命立场者， 均受到梁启

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的影响， 俨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

潮。 而放眼全球， 梁启超主张建设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 应该说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国际主流政治思潮的 “中国式” 回响， 充分体现了当时的

时代氛围。 在颇受梁启超赞赏的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 彼时韦伯这样的人

物也正怀着强烈的民族帝国主义信念， 鼓吹其德意志帝国理想， 渴望把德国

建设成 “像英国或者俄国那样的世界强国”。② 甚至当时的左翼组织———作

为工人运动世界组织的第二国际， 在 １９０４ 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六次代

表大会上讨论的 《殖民政策和社会民主党》 报告也认为， 宗主国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不应该简单地放弃旧殖民地。 “因为这些殖民地还没有自治的习惯，
一旦长期的托管有所放松， 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和贫困”， 所以 “社会主义

应当首先创立一种条件， 使某种野蛮状况能够为较高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所

代替”， 这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人们应当履行的 “神圣的道义的责任”。③ 不仅

如此， “工人阶级胜利后和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后出现的新的需要，
将使殖民地甚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要的”。④ 从这些表述中，
可以清晰地读出代表那个时代主流思潮的文明等级论以及作为其底层逻辑的

进化论的影响。

三、 民族帝国主义的局限性

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 梁启超充分看到了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给

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 中国若不思考振衰起敝之道，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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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到浮田和民、 加藤弘之等日本国家主义者的深刻影响，① 梁启超认为中

国也必须学习列强， 成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 他的这一立场， 从清末到民初

并未发生很大变化。 梁启超关于中国出路的这种思考， 既与中国传统政治思

想相距甚远， 从 ２０ 世纪的历史演变趋势看， 也未能看到一种更平等的新国

际秩序的可能性。 这可以说是其局限性所在。
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而言， 它虽讲究 “华夷之辨”， 但并非像近代西方

的文明等级论一样， 把所谓文明国家对 “半文明国家” 或 “野蛮国家” 的

压迫视为理所当然。 略举一例， 据 《春秋公羊传》 记载， 鲁庄公三十年

（公元前 ６６４ 年） 冬， “齐人伐山戎”。 传文曰： “此齐侯也， 其称人何？ 贬。
曷为贬？ 子司马子曰： ‘盖以操之为已蹙矣。’ 此盖战也， 何以不言战？ 《春
秋》 敌者言战。 桓公之与戎狄， 驱之尔。” 对此， 何休解释道： “时桓公力

但可驱逐之而已， 戎亦天地之所生， 而乃迫杀之甚痛， 故去战贬见其事， 恶

不仁也。”② 也就是说， 《春秋》 虽贬斥 “夷狄”， 但并非不将 “夷狄” 视为

生类， 而是同样对之抱有仁人之心。 即使是孔子称赞有加的齐桓公， 当他对

山戎迫杀过甚时， 也要受到春秋笔法的谴责。
此外， 在 《礼记·孔子闲居》 《庄子·大宗师》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

一》 《六韬·文韬》 《六韬·武韬》 等古代各家典籍中经常出现的诸如 “天
无私覆， 地无私载， 日月无私照” 以及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

天下也” 等思想， 凸显的也都是天地万物平等生存的权利， 即天下必须为

公， 而非弱肉强食。 沟口雄三在分析中国传统公私观时认为， 虽然日文中的

“公” 是从中国传入的， 但与日本的 “公” 仅保留了领域性含义相比， 中国

的 “公” 除了领域性即公家和私人的区分， 还具有指向公平无私的道义性。
迄于近代， 福泽谕吉亦曾呼唤 “天下之公道”， 但他说的 “公道” 不过是指

各藩摒弃 “藩之私情” 而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的一种国家主义。 相反， 孙

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则强调用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世界上的弱小民族

打抱不平， 这种民族平等的主张的基础 “不可否认是那种肯定公 （公平、
平等） 的传统的 ‘天下为公’ 思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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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设一种更为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言， 在梁启超的观点中看不到对

１９ 世纪以来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反思， 因而也就无从想象一条超越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实现国家间平等的道路。 实际上， 除了国家主义和

帝国主义思潮， １９ 世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也以日本为中介对中国知识分

子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 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

国出现较为广泛的传播。 比如， １８９９ 年出版的福井准造的 《近世社会主

义》 和村井知至的 《社会主义》， 分别是日本最早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

发展状况的专著和最早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 二者均在 １９０３ 年被译介到中

国。 近代的文明等级论把资本主义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制度等视为 “文

明” 的主要内涵， 东西方列强经常借之为侵略活动提供说辞。 福井准造和

村井知至对列强所谓的 “文明” 进行了反思。 福井准造指出： “所谓社会

既奏改良之功者， 不过自政治上之改革以来， 得理论上之平等。” 因为劳

动者虽名义上享有契约自由和平等权利， 但从社会经济地位看， 仍无异于

资本家的奴隶； 虽能参与政治并享受法律保护， 但也不过是虚荣———夜以

继日的辛勤劳作甚至不能养活自己， 何况供养病妻饥儿？ 由此福井准造不

禁质疑： 世界上富者日增， 贫民亦日增， 贫富悬殊， “是岂十九世纪文明

之特兆欤？”①

村井知至也从多个方面批判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文明” 的虚伪性。
于政治制度， 他认为彼时欧洲各国从表面上看似采用民主政体， 实际上却政

出于专制。 因为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所以 “多数之无力者， 隶从少数

也。 约而言之， 则财权即政权也。 富商巨贾， 可以倾动朝廷”。 于经济制度，
他认为 “彼所谓财富增加者， 特偏集于一方耳……盖资本家独占优利， 劳力

者愈增贫困”。 社会不平等达到极致， “是亦文明乎”？ 于社会制度， 他指斥

其 “实与人以竞争之权， 而助长其利己之精神者也。 彼其熙熙穰穰， 相率而

趋于利场……斯真文明隆治之时， 化为优胜劣败、 弱肉强食之战场矣”。 他

甚至直言： “如是而谓之文明， 则文明实蟊贼耳！” 村井知至还对帝国主义

国家的对外战争提出了批判： “盖输才养兵， 虽属今世界不获已之事， 然以

理论之， 縻万家之膏血， 养一国之爪牙， 以杀伐为功， 以战争为务， 极不仁

之事也。 且劳费无已时， 吾人每望有止戈之一日。”②

近代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 《广长舌》 和 《二十世纪之怪物

帝国主义》 于 １９０２ 年出版后， 也立即被译成中文。 与当时大多向往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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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日本学者不同， 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

判。① 较之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 幸德秋水进一步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危

机和外部冲突结合起来思考。 他认为， 帝国主义之所以使大多数人民陷于贫

困凄惨之境地， “是殆在贫富悬隔之过甚也； 是盖在贫富悬隔之过甚， 而生

活之竞争， 遂因之猛烈”。 “工业之萎靡” “军备之烦黩” “贫富之悬隔”
“生活之竞争” “多数之困厄、 饥饿、 罪恶” 等， “皆帝国主义之流弊， 传播

于世界者”。 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消除贫富差距， 欲达此目的，
只有社会主义一途： “盖社会主义者， 二十世纪之急切要件， 世界文明进步

之要害关头也。”②

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 彼时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关注也与日俱

增。 １９０３ 年邓实发表 《论社会主义》， 认为 １９ 世纪的文明已打破 “政权之

不平等”， 而 ２０ 世纪的文明 “必将打破经济之不平等”， 社会主义 “必将飞

扬鼓舞于二十世纪”。 他明确地把对内消灭剥削和对外建立平等秩序关联在

一起， 认为随着对国家内部剥削的克服， 强国奴役弱国的国际体系也会发生

变化， 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其手段， 则欲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

国家， 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 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

之社会， 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 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

压其偏僻爱国之心也， 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 以布拉

沙呼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刈除其侵略帝国主义也。”③

如果说邓实只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学理介绍， 那么随着章太炎和刘师培等

人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东渡日本， 并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了更多交往， 这些中

国革命者开始更为深入、 系统地思考如何突破资本主义列强支配的不平等的

国际体系， 建立一种新的亚洲和世界秩序。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章太炎等人与印度

等国的爱国志士携手在东京成立 “亚洲和亲会”， 旨在使亚洲的被侵略国家

和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使已失却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这是流亡日

本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爱国志士共同发起的第一个反帝联合组织。④ 《亚洲

和亲会约章》 呼吁亚洲诸国互相扶持、 互相协助， 希冀印度和中国作为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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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幸得独立， 则可以发挥保护邻国的作用。① 它显示出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

广阔视野， 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把中国的命运与亚洲各弱小民族的命运结合

起来思考， 并试图以文化作为联系亚洲各国的纽带， 展现出一种超越政治对

立和意识形态分歧、 把亚洲各国视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想。 这

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强调各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较早提

出的一种新的亚洲国际秩序。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 刘师培发表的 《亚洲现势论》 也体现出相似的思想。 尽

管他提倡的亚洲各国同时独立、 不设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设想是不切实际的，
但他从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对当时亚洲形势所做的分析， 仍富有

进步意义。 刘师培也采用了与幸德秋水一样的内外结合视角， 深入分析了资

本主义列强对内压制本国人民与对外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 彼时欧

美各国政府与富民的势力日增， 人民却日趋贫苦， 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盛

行， 而帝国主义发达的原因则在于 “政府资本家欲攫取异国之金钱， 利其愚

弱， 制以威力， 由是托殖民之名以扩政府资本家之实有”。 其结果不仅有害

于 “弱种之民”， 而且有害于 “本国之人民”， 后者不仅因政府扩张军备而

须担负过度的税赋， 还因资本势力日增而不得不承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

苦果。② 这种内外关系是刘师培思考亚洲各国实现独立自主途径的前提。 他

倡导亚洲各国在世界主义下团结起来， 并与东西方列强国内的民党即社会主

义政党联合， 使 “民党革命为属地独立之机， 属地独立又为民党革命之

机”， 若此则人类之自由可图。③

同样在 １９０７ 年， 革命党人张继和刘师培等受幸德秋水领导的日本社会

主义运动影响， 成立 “社会主义讲习会”， 并邀请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日本

社会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前来演讲。④ 讲习会广告称： “近岁以来， 社会

主义盛于西欧， 蔓延于日本， 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 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

主义， 然仅辨种族之异同， 不复计民生之休戚， 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 亦

恐以暴易暴， 不知其非。”⑤ 换言之， 如果仅着眼于发展民族主义乃至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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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 那么即便实现民族独立， 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上恐怕也只

是 “城头变幻大王旗”， 难以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通过邓实、 章太炎、 刘师培等人的论说，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所持观点

的局限性。 此时梁启超对列强内部状况与对外政策之间关系的认识， 以及在

此基础上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 结语

梁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为时人勾勒出一种认识彼时国际关系

的系统框架， 使人们能够以一种国际视野反观中国的处境并思考摆脱危局

的途径。 他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分析， 更是为晚清政学精英深

入理解时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不过， 梁启超在清末基于社会达

尔文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逻辑对中国脱困之道的思考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
这种局限性在他对一战德国必胜的错误预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一战爆

发后不久的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梁启超撰写 《欧洲大战史论》。 对战争结局， 他

坚信德国不会失败。 在他看来， 德国实为近代国家之模范： “德人政治组

织之美， 其国民品格能力训练发育之得宜， 其学术进步之速， 其制作改良

之勤， 其军队之整肃而忠勇， 其交通机关之敏捷， 其全国人之共为国家一

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 凡此诸点举世界各国无一能逮德者。” 因此， 只要

国家主义存在一日， 德国这样的模范国家就断然不会失败。 不仅如此，
“以德与英、 法诸国战， 无异新学艺与旧学艺战， 新思想与旧思想战， 新

人物与旧人物战， 新国家与旧国家战。 使德而败， 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

其可以摧弃矣”。① 可见， 梁启超是从国家主义和进化论的角度预言德国必

胜的， 这体现出他对国家主义和进化论的高度服膺， 其预测与历史走向大相

径庭的事实又反过来说明， 他对二者的推崇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他对客观世

界的观察。
由此看来， 梁启超在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中对中国出路的思考， 看似

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却被历史证明存在较大缺陷。 或许梁启

超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战结束后， 为考察战后的西方世界， 他与蒋百

里等人赴欧旅行， 旁听巴黎和会， 记录下诸多新的思考。 此时梁启超注意

到， 一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风起云涌， 是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

总爆发的结果： “你们说奖励国产、 增进国富是目前第一要义， 我还要问一

句， 国富增进了究竟于我有何好处？ 你们打着国家的旗号谋私人利益， 要我

·８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① 梁启超： 《欧洲大战史论》， 吴松等点校： 《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 ４ 集，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２６２６ 页。



跟着你们瞎跑， 我是不来的。 这种思想在战胜国的劳动社会中， 已是到处弥

满了。”① 他指出，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面对列强的资本力量时， 与西方劳

工有着相似的命运： “我国国内， 虽然不配说有资本家， 却是外国资本家

早已高踞上游， 制了我们的死命。 别国资劳两阶级是把国内的人民横切成

两部分： 一部分是压制者， 一部分是被压制者。 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形势却

不是这样， 全国人都属于被压制的阶级。 那压制的阶级是谁？ 却是外国资

本家。 我们全国人所处的境遇， 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处的境遇。 质而言之，
我们四万万人， 都是劳工阶级里头的可怜虫罢了。 照这样看来， 这劳工问

题， 在欧美各国， 不过国内一部分人的苦乐问题， 在我们中国， 却是全个

民族的存亡问题了。”② 较之 １９００ 年前后， 此时他的分析视野显然有了新的

拓展。
总体而言， 梁启超在清末揭示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帝国主义的

“狐行” 特征等，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成为 ２０ 世纪前期中

国政学精英思考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前提。 近代著名史家钱穆在抗战后期撰

写 《战后新世界》 一文， 认为 ４００ 年来的旧文化换个角度看就是 “资本帝

国主义之文化”， “这一次的世界大战， 更足证明四百年来欧洲中心旧传统

的殖民地经营， 路途已穷”。 中国在太平洋战事中的地位， 体现在中国的抗

日战争是 “对旧世界四百年传统殖民侵略文化之一种革命战争”。 因此， 它

与大西洋战事相比， “更应该具有决定将来新世界之重要意义”， 此次世界

大战的最大收获 “则将为殖民经营之阻抑与停止， 以及殖民地统治制度之解

放。 此后世界新文化将为世界平等， 而非欧洲中心， 于是而有一种新国

际”。③ 钱穆坚信帝国主义必定走向终结， 战后的 “新世界” 也就新在这里。
钱穆尚且如此， 更遑论其他属于进步阵营的知识分子。 帝国主义问题成为

２０ 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变革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面相， 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

义了。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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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小辉： 《现今世界大势论》 与 ２０ 世纪初梁启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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